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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古代国家的产生

高崇文

摘 要：中国古代国家是以一种礼制性的古代文明形态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新石器时代后期各地出现的

最初国家，主要是神权与王权的结合，王权利用神权来行使领导权，使松散的原始氏族发展为有紧密联系的氏

族部落联盟实体，由此逐渐形成了氏族部落联盟性质的“神权国家”。夏商周三代在原部落联盟性质的“神权国

家”基础上，利用祭祀中出现的神权和祖权的权威性制定了礼仪制度，来维护社会秩序，整个国家便形成了以血

缘关系为纽带、以宗法关系为准则、以礼仪制度为保障的强势宗族性质的“礼制国家”。从中国古代早期国家产

生和发展的轨迹看，礼制文明是其连续不断的纽带，在此后的历代王朝中始终是意识形态领域的精神支柱，持

续稳定地维护着全国大一统的政治格局，这也正是中国古代国家区别于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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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国家的兴起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

发展演变过程。就世界各地而言，因地域、自然

环境、人群集聚形式、生产力的发展、思想信仰

及文化传统等各方面的差异，古代国家产生和

发展的路径也不尽相同。中国古代国家的产生

与发展有其自身的发展轨迹，是以一种礼制性

的古代文明形态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这是中国

古代国家区别于世界其他国家的重要特征。

一、“神权国家”的产生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在中国大地上，大约

距今 1 万年前后进入新石器时代，又经历六七千

年的漫长发展，在黄河、长江、辽河等流域形成

了几个最为突出的文化区域，各自开启了初期

文明化进程。至新石器时代后期，几大文化区

内都明显地出现了较为集中的聚落群，各聚落

群中往往有规模巨大的中心聚落，生活在这一

聚落群范围内的人们便成为一个有联系的相对

稳定的社会群体，这种聚落形态及其组织体系

为早期国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这些聚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多出现丰富

的祭祀遗迹，尤其以江浙皖文化区、两湖文化区

和燕辽文化区最为显著。江浙皖文化区是发现

祭祀性遗址最多的一个区域，其中最为突出的

是良渚文化时期的祭坛墓地，已发现有十余

处。如浙江余杭瑶山发现的祭坛墓地，是一座

人工堆筑的土山，在其顶部有边长约 20 米的方

形祭坛。在祭坛的南半部，有规律地排列着 12
座大墓，墓中随葬品丰富而精美，以玉器为大

宗，多是玉琮、玉钺等祭祀性玉礼器。坛面上多

发现固定位置的火烧痕迹及灰烬，有的还有动

物肢骨等，被认为是进行“燎祭”的遗迹①。安徽

巢湖含山凌家滩遗址也发现了类似的祭坛墓

地，祭坛南部的 23 号大墓共出土 200 余件玉器，

其中有 3 件用于占卜的玉龟，龟腹中还装有玉

签，显示了当时占卜、祀神等仪式已比较完备②。4
号墓也出土有玉签、玉龟、玉人等，其中玉龟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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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还装有一块玉版③。玉版中心刻有显示天

地间四面八方的图案，玉龟、玉签应是用于摇

卦，然后对照玉版上所示方向来占吉凶，实际上

是占问天地神祇的一种方式。俞伟超认为：“玉

牌上的整个图案是在表现天地的总体，即是宇

宙的象征……在那信仰万物有灵的时代，这个

宇宙之神或天地之神，无疑具有至高无上的地

位，是诸神信仰中的主神。……占有玉牌、玉龟

等物的凌家滩遗存中的神权首领，应当也是生

产的、军事的、政治的首脑。”［1］原始社会的巫在

举行祭祀时，通常是以玉礼器祭神。《说文·玉

部》释“靈”（灵）字下部为“巫”云：“靈，巫以玉事

神，从玉霝声，靈或从巫。”［2］12 另外，古礼也是

“以玉事神”而产生的。《周礼·春官·大宗伯》：

“以玉做六器，以礼天地四方。”［3］1644《说文·示

部》云：“禮（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

豊，豊亦声。”［2］2又《说文·豊部》云：“豊，行礼之

器也，从豆，象形。凡豊之属皆从豊，读与礼

同。”［2］156王国维释曰：“像二玉在器之形，古者行

礼以玉，故《说文》曰‘豊行禮之器’，其说古

矣。……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谓之豊，推之而奉

神人之事通谓之礼。”并以殷墟卜辞中将玉盛置

于豆以祭神的诸会意字来证明“豊”即为“行礼

之器”［4］。可见，“以玉事神”之古礼由来已久。

此虽是后期文献所记，但这为祭坛墓地墓主集

中随葬大批玉礼器的考古发现所印证，也为卜

辞卜贞记录所证实。

在红山文化时期的东山嘴遗址、牛河梁遗

址均发现大型祭祀遗存。东山嘴遗址是一处与

祭祀活动有关的石砌建筑群，北部为一边长 10
米左右的正方形台基，南部为一直径约 2 米的圆

形祭坛，形成以南圆北方为主的一组完整建筑

群。遗址中还出土陶塑小型孕妇塑像和大型人

物坐像等残块④。此遗址群应是祭天礼地和祭

祖的场所。牛河梁遗址由整体规划的大型坛、

庙、积石冢组成⑤。女神庙遗址位于山梁顶处，

主体部分由大型山台和南北各一座庙组成。庙

内发现大量的祭器和泥塑动物，最主要的发现

则是不同个体的人物塑像都表现出女性或孕妇

特征，其中一尊特大塑像位于庙的中央位置。郭

大顺认为：“这表明，在多层次的众神中有一尊主

神，这尊主神个体最大，位置在庙的中心部位，是

整个神庙所要突出的主要对象，也是被崇拜的

偶像群中的最主要的崇拜对象。”［5］34“这样的女

神塑像，应是被神化了的祖先形象。”［5］33女神庙

遗址南部的积石冢遗址，由祭坛与积石冢组成，

祭坛用于祭祖，积石冢墓主应是其部族的核心

成员。积石冢随葬品占主流的是玉器，主要有

马蹄状箍、龟、琮、璧、猪龙、蚕形饰、勾云形佩、

鸟、蝉及神人、神兽等，这些玉器充满神秘意味，

且与祭祀活动密切相关。尤其是马蹄形玉箍，

是积石冢中出土的一种典型玉器，有学者认为，

其与凌家滩出土的玉龟形器相似，可能也是与

占卜有关的用具⑥。积石冢墓中还出土有方形

玉璧，形状与凌家滩出土方形玉版近似，只是没

有图案，也有可能是象征天圆地方的一种占卜

用具。与方形玉璧同出的还有蚕形玉饰，其形

状与凌家滩出土的占卜玉签也极其相似，有可

能玉箍、方形玉璧、蚕形玉饰均是占卜用的法

器。玉箍多置于墓主头下或胸前，玉璧多置于

头的两侧，玉龟则握于墓主的双手之中。这些

现象表明，随葬众多祭祀玉礼器的大墓墓主，生

前应掌握着祭神的权力。李伯谦认为：“在红山

文化时期，特别是它的晚段，当时社会虽已发生

分化，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所谓‘公共权力’已经

存在，但掌握、行使这种‘公共权力’的并非世俗

的‘王’，而是这些掌握着通神权力的巫师或曰

‘神王’……红山文化古国是以神权为主的神权

国家。”［6］51-52郭大顺指出：“牛河梁遗址作为红山

文化最高层次的中心遗址，以祭坛、女神庙和积

石冢群三位一体的大型遗址群为中心，应就是

‘反映原始氏族部落制的发展已达到产生基于

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组织形式’，即

5000 年前古文化古城古国之所在。”［5］42 这个凌

驾于原始氏族部落之上的高一级组织形式即是

氏族部落联盟组织，其首领应是从氏族部落联

盟中最强势的部族中产生的，他们掌握了祭天

礼地与祭祖的神权，为古国的繁荣兴旺而祈

福。从牛河梁遗址规模庞大、布局有序的祭祀

遗址以及出土的大批祭祀用法器来看，此古国

应是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

《国语·楚语》记载，在原始社会早期，“民神

杂糅”，“夫人作享，家为巫史”，因而“民匮于祀，

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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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有严威”。颛顼“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

火正黎司地以属民……是谓绝地天通”［7］515。徐

旭生据此文献指出，颛顼“把宗教的事业变成了

限于少数人的事业”［8］。这就是说，最初是人人

都可以祭神的，自颛顼开始，将祭天礼地的祭祀

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前述各地祭祀遗址的

考古发现印证了这一文献记载，新石器时代初

期，各地较多出现祭祀性遗迹，反映了当时人们

最为朴素的思想信仰，即相信万物有灵，认为一

些事物的发生和变化都是神的旨意，于是就出

现了对天地诸神的崇拜，出现了对诸神进行祭

祀的礼俗。至后期，在各大型祭祀遗址的墓葬

中，那些随葬众多祭祀玉礼器的墓主，应是氏族

部落的首领，是他们把祭天礼地的权力掌握在

自己的手中，也就说是各部落的首领掌握了祭

天礼地的“神权”。

新石器时代后期，各地还较多地出现古城

址。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各地已发现 40 余

座。这些史前城址，大小相差悬殊，有的只有 1
万—2 万平方米，有的则达 200 万—300 万平方

米。一些小城的性质还达不到政治上的最高层

面，充其量只是发挥军事城堡的作用，或为了防

止洪水等自然灾害而筑。而那些数百万平方米

的大城，如中原文化区的陶寺古城、两湖文化区

的石家河古城、江浙文化区的良渚古城等，从规

模、布局、文化内涵及所在聚落群中的位置来看，

应是当时某一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从布局看，这些大型古城址应是由某一权

力组织统一规划的，多由宫殿区、居住区、祭祀

区、墓葬区等组成，尤以祭祀区最为突出。如陶

寺古城，后期发展成大小两城相套的格局，总面

积约 280 万平方米。在大城内宫殿区周围发现

有城垣围绕，被推定为宫城⑦。宫城内发现有高

规格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已发掘的主体殿堂

的台基达 1 万余平方米，台基夯土层中发现多处

以人牲、玉器奠基的遗迹⑧，说明这一殿堂不但

工程浩大，而且在构筑过程中举行过多次以人

牲等隆重祭祀的仪式，是城中最为重要的宫

殿。宫城西侧是一般贵族居住区，南部为仓储

区，在大城的西南部分布有手工业遗址⑨。大城

南部又扩展出单独的一座小城，它是专门用于

祭祀和埋葬的特定区域，其中又分为祭祀区、宗

庙区和墓地区⑩。墓地区已发掘墓葬 22 座，其中

M22 规模巨大，随葬品非常丰富，墓内有数具殉

葬的人牲，随葬有大批陶礼器、玉礼器等，其中

象征军权的带彩绘柄的玉石钺就有 6 枚之多。

此墓地与宗庙、祭祀遗址并列在一起，显示墓主

与祭祖、祭神的职能紧密相关，这类墓的墓主已

经不是部落的首领，也不是酋邦的酋长，而是阶

级社会里早期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应是拥有军

权、神权和族权的“王者”。在陶寺古城周围数

十公里范围内，以其为中心有数十个中小型聚

落拱卫，它们都属于同一个文化体系，这凸显了

陶寺古城的重要地位——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

心，应已建立了具备相应组织机构的政权，来统

辖这个区域。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就形成

了最初期的国家形态。

江汉平原的石家河古城，总面积 120 万平方

米，是在 8 平方公里范围内分布约 30 多处遗址

群的中心部位建起的。城址不同区域的布局、

构成及所体现的功能有所不同。谭家岭遗址位

于城内中央，应是居住区，位于中心位置的大房

子，被称为“宫殿”。城内西北部邓家湾遗址出

土 20 余种陶塑小动物和跪坐抱鱼的陶塑像，为

专业生产地，还发现用多节特异形陶筒形器或

陶缸套接、长达数米的遗存，这些特殊的遗存可

能与原始宗教信仰有关，或为进行祭祀活动的

场所。城内西南部三房湾遗址集中出土了大量

非日常实用的粗泥质红陶小杯，形制相近，做工

粗糙，并成层堆积，数量以数十万计，很可能是

专用的祭祀用具，此处也可能是一个经常性的

宗教祭祀活动场所。城外东南的肖家屋脊地点

发现的墓地，一些规模较大的墓葬中随葬品达

上百件之多。有的墓中出土玉器多达 50 余件，

除一部分是装饰玉外，还多有玉神人头像、玉

鹰、玉虎、玉蝉等，其中应有宗教信仰的内涵。

在城址西城壕西侧的印信台遗址，发现 5 座人工

筑成、排列有序的规整台基，台基边缘多用套缸

围绕，并出土大批与祭祀相关的器物，还有瓮

棺、土坑墓等，应是重要的祭祀场地。从此城的

规模与布局推测，石家河古城也应是这一区域

初期国家之都。

浙江的良渚古城平面略呈圆角长方形，正

南北方向，总面积达 290 多万平方米。古城中

试论中国古代国家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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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莫角山遗址，是一座人工筑成的长方形土

台，其上有大莫角山、小莫角山、乌龟山 3 个人

工堆筑的土堆，呈三足鼎立之势，是一处用大木

柱、大木枋及数以万计的土坯构筑而成的大型

建筑群。据此推测，莫角山遗址 3 个人工堆筑的

土堆应是祭坛，其侧的大型房屋很可能是用于

祭祀、聚会等活动的礼制性建筑。在莫角山遗

址西北不足 200米处是反山墓地，它也是一座人工

堆筑的坟山。在已发掘的三分之一面积内发现

11 座墓葬，随葬品以玉器为大宗，还有象牙器、

漆器、石器、陶器等，仅玉器就出土了 1100 余件

（组），其中有用作仪仗的斧、钺，有用于宗教法

事的琮、璧等，有用于装饰的璜、珠、项饰、佩饰、

手镯等。M12 仅出土玉器就有 647 件之多，号称

“琮王”的玉琮和“钺王”的玉钺就出在此墓。在

古代，钺是兵权的象征，也是王权的象征。该

墓出土的“钺王”之上也刻有神徽图像，说明此

兵权、王权也由神权来掌控。李伯谦指出：“良

渚文化中玉石钺大量而普遍的存在，表明当时

凌驾于良渚社会之上的权力中枢中，军权、王权

和神权是合为一体的，军权、王权已占有一定的

地位。但权衡起来，神权仍高于王权和军权，余

杭反山 M12 出土玉钺上、瑶山 M7 出土玉钺柄端

饰上也雕有神人兽面纹即可为证，它不仅说明

在举行盛大祭典时要充当仪仗，即使在刑杀和

征伐等活动时也要听命于神的指挥，而更为重

要的，则是证明了能行使军权和王权的也正是

能交接人神、沟通天地掌握祭祀大权的巫师本

人，巫师既握有神权，也握有军权和王权。”［6］52由

此看来，反山墓地的墓主应是集神权、军权和王

权于一身的“王者”，生前应是莫角山大型礼制

性建筑的主人，也是这座良渚古城的最高统治

者。李伯谦进一步指出，“良渚文化古国是神

权、军权、王权相结合的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

家”［6］52。

中国史前社会进入龙山时代，即进入发生

巨大变化的时代。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财

富的分配逐渐失衡，社会成员开始出现等级分

化，各成员、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变得复杂而

激烈。这就需要有一种权力来协调、处理这些

复杂的矛盾，这种权力最初可能是被氏族长或

部落酋长所掌控，随着地域的扩张、部族的加

盟，这种权力逐渐为凌驾于各部族之上的专门

权力组织所掌控。龙山文化时期，各大文化区

普遍出现布局规整的大中型城址，正是上述社

会发展的产物，各地的大中型古城应是各区域

初期国家机器的物质载体。

此时初期国家的最高组织机构，主要是神权

与王权的结合，王在各氏族部落中产生，这个王

“由巫而史而为王者的行政官吏，王者自己虽为

政治领袖，同时仍为群巫之长”［9］。这就实现了

世俗王权与神权的紧密结合，王权则利用神权来

行使领导权，使松散的原始氏族发展为有紧密联

系的氏族部落联盟实体，由此逐渐形成了最初的

国家，也即氏族部落联盟性质的“神权国家”。

二、“礼制国家”的出现

夏商周时期，国家的性质发生了大的变化，

进入到强势宗族性质的“礼制国家”时期。大量

先秦文献非常明确地指明了礼与政的关系：“夫

礼，国之纪也。”［7］326“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

人，利后嗣者也。”［10］3770“礼以体政，政以正民，是

以政成而民听，易则生乱。”［10］3785-3786 “礼，国之

干也。”［10］3911“礼，政之舆也。”［10］4281“礼者，政之

挽也。为政不以礼，政不行矣。”［11］492“见其礼而

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

之王，莫之能违也。”［12］“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

官，以谐万民。”［3］1389“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

与。”［13］3497“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傧

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13］3071

可以看出，三代之“礼”与一般的礼俗习惯、

人情世故等寻常之礼不同，有其特定的内涵，是

一种治国安邦的制度，具有有效治理国家的政

治功能和协调等级关系的整合功能。《荀子·礼

论》云：“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

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11］349《大戴礼记·
礼三本》也有如是说：“礼有三本：天地者，性之

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

天地焉生？无先祖焉出？无君师焉治？三者偏

亡，无安之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

而宠君师，是礼之三本也。”［14］所谓“礼之三本”，

实际上就明确地指出了中国古代礼制的特质：

礼起源于对天地诸神及祖先神的祭祀，国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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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后，统治者借助天地神和祖先神的权威来维

护统治，将对天地神、祖先神的祭祀权与政权统

治紧密结合，制定了维护统治秩序的礼仪制度，

该制度遂成为治国安邦的根本之策。孔子对礼

的特质讲得更清楚：“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

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是故夫

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故圣人以

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13］3063 这就是

说，礼是凭借祭祀中所形成的天地鬼神之权威

而制定的，其目的是“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即

以“神”来“治”民，“礼制”即“以礼来治”，遂形成

了中国古代独特的礼仪制度与礼制文明之模

式，这就是三代“礼制”之由来。在世界古代史

中，夏商周三代的礼制性社会是独一无二的，显

示了中华古代文明有别于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

的独特性。

夏、商、周三族群都是由氏族部落联盟进入

最初国家文明的，而夏族、商族、周族在崛起后

均成为各部落联盟中的最强势之族。夏族兴起

于西羌。《史记·六国年表》载：“禹兴于西羌。”

《集解》引皇甫谧云：“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

也。”［15］禹亦称“戎禹”，夏族是西部地域“九州之

戎”部落联盟中的强族。禹乃“东教乎九夷”［16］182，

“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16］146，西“逐共工”［11］463，

又“攻曹魏、屈骜、有扈，以行其教”［17］559，从而建

立了以强势夏族为首的夏王朝。东部地域则是

以商族为首的部落联盟。《吕氏春秋·异用》记

载，商汤时的诸部族闻商汤之德泽及禽兽，均来

归附于汤，“汉南之国闻之曰：‘汤之德及禽兽

矣。’四十国归之”［17］235。商汤也是奉上天之命而

灭夏的。《尚书·商书·汤誓》云：“有夏多罪，天命

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18］338

“钦崇天道，永保天命。”［18］342商汤灭夏后，万邦归

附，“天乃锡王勇智，表正万邦，缵禹旧服。……推

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万邦惟怀”［18］340-342。

商汤率领东部各部族灭夏，使万邦归附，从而在

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建立了以商族为首的商王

朝。周族是西部地域部落联盟的强族，周文王

是万邦首领。《史墙盘》铭云：“曰古文王，初盩龢

于政，上帝降懿德大甹，匍有上下， 受万邦。”

《尚书·周书·牧誓》载，周武王在牧野誓师时，开

首即自称“逖矣，西土之人”，然后乃向“庸、蜀、

羌、髳、微、卢、彭、濮”八族士兵誓师灭商［18］388。

《逸周书·度邑解》载：“维王克殷国，君诸侯，乃

厥献民，征主九牧之师，见王于殷郊。”［19］这说明

周武王是奉上天之命率西部各部族灭商的。《墨

子·非命下》记周武王《太誓》曰：“为鉴不远，在

彼殷王。……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

祝降其丧。惟我有周，受之大帝。”［16］281-282 周武

王奉上天之命率西方各部族灭商后，也是在部

落联盟的基础上建立了以周族为首的周王朝，

并采取了分封制对全国进行控制，“昔武王克

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藩屏

周”［10］4591。周王朝将同姓子弟分封到全国各地

进行控制，对一些异姓也进行了分封，在全国

形成了以周族为主导的宗法式统治体系。《诗

经·大雅·板》云：“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

宁，宗子维城。”郑笺云：“王者天下之大宗，翰，

幹也。……大宗，王之同姓之適子也。王当用

公卿诸侯及宗室之贵者为藩屏。”［20］1185周天子为

大宗，为“百世不迁”之宗，其他各封国国君在

其封国内也是“百世不迁”之宗，但相对于周天

子则为小宗，要维护周天子这一大宗，以此种

宗法形式推行至各封国，形成各级宗族贵族相

互维护而“百世不迁”的强势宗族性质的“礼制

国家”。

所谓三代“礼制国家”，实际上就是以礼来

治国，以神来治民，以“神权”来行使其“统治

权”，这是三代礼制之真谛。夏代就是以天命行

使其权力的，即前引“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

苗”。《尚书·夏书·甘誓》记禹子启征伐有扈氏，

“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

行天之罚。……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18］328。

《墨子·明鬼下》对此解释得更清楚：“是以赏于

祖而僇于社。赏于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

僇于社者何也？言听狱之事也。故古圣王必以

鬼神为赏贤而罚暴，是故赏必于祖而僇必于

社。”［16］240 夏启以上天的名义讨伐有扈氏，遵天

命者，封赏于宗庙；违天命者，将被处死于社

坛。古代圣王遵照天神和祖先神的旨意来处理

国家大事，因此国之大事要在祖庙和社坛中完

成。由此可见，夏王的权力来源于神权和祖

权。

商王的施政更是唯神命是从。从殷墟卜辞

试论中国古代国家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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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看到，商王凡事都要贞问天地诸神和祖

先神，对天地神、祖先神举行祭祀之礼以取得行

政之命，充分体现了神权、祖权与政权紧密结合

的政体形态。殷墟卜辞的内容是商王进行占

卜、贞问和祭祀天帝诸神及祖先神的原始记录，

既是商王祭祀档案，又是商王施政档案，商王凡

事都要贞问天帝诸神和祖先神，征得他们的同

意才能施行政令。如建邑造房、出兵征伐、祈求

丰年、祈福避灾等，商王都要占卜贞问天地神和

祖先神。这些占卜、贞问、祭祀也均是在社坛或

宗庙中进行的。卜辞中常有“贞燎于土”（《合

集》14399），“又岁于亳土”（《合集》28109），此

即于“社”中进行占卜、祭祀。卜辞中还记载，

商王贞问和祭祀祖先主要是在“宗”中进行，如

“己末卜，其□父庚奭，祼于宗”（《粹》322），

“丁亥卜，其祝父己父庚，一牛，丁宗”（《屯南》

2742）。从字形上分析，“宗”上面宝盖是屋宇

之形，“示”则是神主的象征。故《说文》云：“宗，

尊祖庙也。”［2］233卜辞中还记有“甲辰卜，□武且

乙必丁其牢”（《合集》36114），“丙午卜，贞，文武

丁必丁其牢”（《合集》36115）。于省吾考证卜辞

中的“必”为“祀神之室”。“宗”和“必”正是商代

祭祀祖先的宗庙。由此可以看出，商王是在

“社”或“庙”中对天地神、祖先神举行贞问、祭祀

之礼以取得行政之命，借神之命来行使其王权，

是神权、祖权与政权的紧密结合。

周人仍然信仰天，但相比于商人，周人祭祀

天地神、祖先神更有实际功用，他们强调周王受

命于天，称周天子，周王的所作所为均是替天行

命。因此，周代在王权与神权的紧密结合方面

更为深入。《诗经·大雅·大明》：“有命自天，命此

文王。”《诗经·周颂·昊天有成命》：“昊天有成

命，二后受之。”［20］1266“二后”即文王、武王，言二

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尚书·周书·康诰》：“天乃

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18］431 大盂鼎铭

文：“文王受天有大命。”（《集成》2837）逨盘铭：

“文王、武王达殷，膺受天鲁命，匍有四方。”这

实际上是周王首创“王权神授”的思想观念，以

此来加强周王的统治权力。周王成了上天的儿

子，故称“周天子”。只有周天子才有祭天的资

格，也就是只有周天子才有替天行命的权力。

《礼记·丧服小记》云：“礼，不王不禘。”孔颖达疏

云：“礼，唯天子得郊天，诸侯以下否，故云：‘礼，不

王不禘。’”［13］3242因此，祭天成为周天子受天命的

特权，以此来增强周王政权的神圣性和绝对的

权威。可以看出，周王同样是利用天神、地神、

祖神的权威来统治天下，并且比商王更加直接

地垄断了“受命于天”的权力。

综上所述，夏、商、周三代在原部落联盟性

质的“神权国家”基础上，利用祭祀中出现的神

权和祖权的权威性制定了礼仪制度，来维护社

会秩序，“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

也”［10］3770。整个国家便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纽

带、以宗法关系为准则、以礼仪制度为保障的强

势宗族性质的“礼制国家”。

东周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维护统治秩序

的宗法制度松弛，礼乐制度遭到了破坏，社会各

阶层重新分化，冲破宗法、礼制束缚的政治势力

纷纷出现。正如孔子所说，“天下无道，则礼乐征

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21］5477。

由此，周天子的权威日衰，其掌控的“礼制国家”

政体遭到颠覆，取而代之的则是集权制政体的

兴起。夏商西周时期的典型特点是神权至上，

国家政权完全从属于神权。统治者以礼治国、

以神治民，此时处于早期国家形态阶段；至东周

时期，各诸侯大国已步入成熟的国家形态，集权

制的政治体制逐渐确立。

结 语

通过对大量考古资料的梳理，以及与古文

献记载的相互印证，我们基本可以厘清中国古

代国家产生和发展的大体脉络。新石器时代最

初出现的祭祀性遗迹规模都比较小，墓葬中所

出祭祀用具也比较简单。这反映了当时人们最

为朴素的宗教信仰，相信万物有灵，认为一些事

情的发生都是神的旨意，于是就出现了对天地

诸神的崇拜，出现了对诸神进行祭祀的礼俗。

祭祀的目的也比较单纯，即祈求天地诸神保佑

风调雨顺、生活平安。

新石器时代后期，各地发现的祭祀遗迹规

模庞大，并且集中，尤其是各地发现的大中型城

址内，祭祀遗迹是最为突出的建筑，祭祀用的法

器也多集中在最主要的大墓之中。这一切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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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祭祀的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原来朴素的

宗教信仰演变成了特权，即神权。掌握这一特

权的应是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的首领，他们利

用神权来行使领导权，神权高于一切，这样逐渐

形成了最初的国家，即部落联盟性质的“神权国

家”。

夏、商、周三族群均是由原始部落联盟进入

初期国家文明的，政权还不十分牢固，最高统治

者往往沿袭先前的思维逻辑和运转模式，依靠

天地神、祖先神来运转和维护政权，所以将神权

和祖权奉为最高权力，并利用神的权威性制定

了更加系统的礼仪制度，进一步将神权、祖权与

政权紧密结合，便形成了宗族性质的“礼制国

家”。

纵观中国古代早期国家产生和发展的轨

迹，礼制文明是其连续不断的纽带，尤其是其特

有的向心性、统一性、连续性的特质，在历代王朝

中始终是意识形态领域的精神支柱，持续稳定

地维护着全国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中国历史上

改朝换代频繁，其间还有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即

便如此，传统的礼制文明思想根基也从未中断，

这也正是中囯古代国家区别于世界其他国家的

一个重要特征。而广义的礼仪文明则成了人们

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不学礼无以立”［21］5480，

这是中国古代礼仪文明的重要社会价值所在，

也是中华民族被誉为“礼仪之邦”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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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mergence of the Nation in Ancient China

Gao Chongwen

Abstract：The ancient nation of China was developed and perfected in the form of an ancient civilization of ritual.
In the late Neolithic Age, the initial nation was mainly a combination of theocracy and kingship. Kingship exercised its
leadership by using theocracy to develop loose primitive clans into closely connected clans and tribal alliance entities,
thus gradually forming a“theocracy nation”with the nature of clan and tribal alliance. On the basis of the“theocracy
nation”with the nature of the original tribal alliance, the Xia,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made use of the authority of
theocratic and ancestral rights that emerged in the sacrifice to formulate a ritual system to maintain the social order,
and the whole country formed a“ritual nation”with strong clan nature and blood relationship as the bond, patriarchal
relationship as the criterion and ritual system as the guarante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arly nation in ancient China, the ritual civilization is its continuous link, and it has always been
the spiritual pillar in the ideological field in the subsequent dynasties, and continues to maintain the political pattern of
the national unity, which is also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the ancient nation of China different from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Key words：ritual civilization；tribal alliance；theocratic nation；ritual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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